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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失靈的定義、原因、分類及在我國可能的應用 

Policy Failure: Definitions, Causes, Classifications and 

Possible Applications in Taiwan 

 

葉嘉楠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政策失靈/敗 (policy failure)1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幾乎所有國家或政府都

會出現某種程度的政策失靈。一般來說，政策失靈總是比政策成功更能引起媒

體注意。例如，在一般媒體與網路上，經常可見政策失靈或政策失敗的描述：

「蔡總統國慶演說：政策失靈，累垮外交人員」、「藍委批蔡政府農業政策失

靈」、「外籍漁工長期受雇主剝削，聯盟痛批蔡英文南向政策失靈」、「青年政策

失敗？中市府：失業率、薪資成長皆六都最佳」、「九合一大敗，綠委：政策與

用人上的失敗」 (李正修，2018；劉宛琳，2018；林諱君，2018；黃鐘山，

2018；陳俊華，2018)。雖然有些例子會讓我們毫不遲疑地認定為政策失靈，例

如美國入侵伊拉克、2008 年的金融海嘯、政治人物的貪汙判刑、日本福島核

災、高雄氣爆及普悠瑪列車翻覆等，似乎這些案例根本不需定義就可認定屬於

政策失靈，但實際上有更多案例在認定上是有模糊空間的。 

如果我們將政策成功定義為依照計畫傳遞服務及達成結果，那從定義來

說，其他沒依照計畫的部分是不是就算失敗？當然如此的定義幫助不大。如果

從政策範圍、時機、生產成本、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態度及行為來說，到底偏

離多少原定計畫，一個政策才會被認定為失靈，這就沒有不證自明的標準。此

時，自主判斷是不可或缺的，而這也正是政治與學術界認定與塑造政策失靈的

方式(Bovens and ‘t Hart, 2016)。 

運用判斷來評估政策的表現是不完美的，而判斷也不會發生在真空之中。

許多偏見的來源會影響我們如何評價政策及其結果。價值、位置、利益、時間

及文化都會影響我們如何評估政策的事實 (Bovens and ‘t Hart, 1996)。畢竟評估

是一個價值判斷的訓練：評估績效是否達到標準，也是一個政治判斷的訓練。

貼上標籤，則會對某個牽涉其中或受到影響的方案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當許多人有信心認定某些政策結果構成失靈的時候，卻有更多學者

                                                      
1 Policy failure 可翻譯成政策失靈(吳定，2003) 或政策失敗(丘昌泰，2000；李允傑、丘昌泰，

2009)，國內學者兩者皆有使用。由於在學術上 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政

府失靈)的使用，因此使用政策失靈代表 policy failure 較能與上述學術用語一致，但政策失敗較

為淺顯易懂，本文使用將以政策失靈為主，但也與政策失敗一詞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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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索及定義政策失靈，但同時卻也更陷入方法論上的迷宮：例如政策的多重

目標、對誰來說算失敗、以及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認定不一等問題。爭論某個政

策是否算是失敗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反對黨、媒體及部分人士常認為某項政策

失敗，然而支持者與執政黨卻認為被指控失敗的政策其實是成功的 (McConnell, 

2015)。 

缺乏一個方法來引導甚麼構成政策失靈是造成上述各說各話的主因，而這

也造成研究單一個案、比較分析及了解政策失靈原因的障礙，以致陷入政策失

靈後不同團體互相歸咎的困境。不論從造成政策失靈的原因或是如何從失敗中

學習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找到一個方法來指引甚麼構成政策失靈，我們就會重

複過去的錯誤 (Howlett, 2012)。 

雖然政策失靈跟政策成功有同樣高的可能性出現，可是現存文獻卻有極大

的比例都放在政策成功的研究。比起大量研究集中在政策的優良實務或最佳實

務，但卻很少研究放在最差實務或政策失敗。政策失靈是一廣泛的現象，這也

代表在政策科學研究中，此議題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雖然政策失靈對政府壽

命及政治人物生涯有極負面的影響，然而政策失靈可以在橫跨不同時期、政府

部門與國家中重複發現 (Moran，2001)。在實務上，政策失靈為什麼會發生以

及為什麼無法汲取教訓則是個重要的議題 (Bennett and Howlett, 1992; Howlett, 

2012; Dunlop, 2017)。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如果要能從過去錯誤的政策經

驗學到東西，研究政策失靈則是當務之急。 

國內雖有許多的政策失靈或執行失靈的個案研究 (何明修，2002；湯京

平、廖坤榮，2004；廖坤榮，2004；鄭力軒、王御風，2011；韓釗，2014；邱

靖鈜，2014；王文誠，2016；朱森村，2017；葉嘉楠、簡高立，2018)，但都沒

有清楚定義何謂政策失靈，而僅是將失靈視為既定或已知，然後再去分析造成

政策失靈的原因並提出建議。在國內，除了吳定老師在其「公共政策」教科書

曾清楚定義過政策失靈外(後續說明)，其他均未見有關政策失靈概念化的定義及

系統性的研究。本研究就是企圖填補國內有關政策失靈研究之不足，透過文獻

評論與次級資料分析，將政策失靈的概念定義、原因、分類與可能應用逐一分

析探討，並將個案加以應用於各種分類並分析其意義與影響。最後討論在國內

有關政策失靈研究未來可能方向與應用。 

 具體而言，本文有以下目的： 

一、界定政策失靈與進行政策失靈的文獻回顧。 

二、探討政策失靈在方法論上的困難並分析政策失靈的原因。 

三、探索政策失靈不同方式的分類及其意涵。 

四、應用政策個案於不同的政策失靈分類並提出政策失靈在台灣可能的研究與

應用方向。 

貳、政策失靈及相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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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學者對政策失靈唯一的定義來自吳定 (2003：66-67)，他定義政策失靈

指：「當公共問題發生，政府機關予以接納並轉變成政策問題，制定及執行政策

以解決該問題後，經過評估的結果，發現有時問題不但未獲得解決反而變得更

為嚴重；或是原來的問題未獲解決外，更產生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政府機關另

行研擬政策設法解決」2。此外，他也提到相關概念：政策困窘 (Policy 

Predicament)。吳定老師指出政策失靈與政策困窘較為相近，但仍有差異，前者

指政策的本質失敗（政策無效之意），後者指政策雖有效，但面臨利弊兼有之困

境 (吳定，2003: 67)。 

丘昌泰老師 (2000: 128-9) 則提到第三類型錯誤（error of the third type）。他

說 Raiffa 所稱之「第三類型錯誤」係指在分析問題過程中，發生了認定錯誤的

現象，於是用正確的手段解決錯誤建構的問題，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Patton and Sawiki (1993: 365) 認為政策失靈可能因為方案無法依照設計來執

行 (方案/執行失敗)，或者方案依照設計執行卻無法產生想要的結果 (理論失

敗)。 

McConnell (2015) 認為一個政策失靈 (policy failure) 是指：一個政策如果

沒有達成支持者計畫的目標，以及反對政策的力量很大或/及支持政策的力量幾

乎不存在。此外，他認為一個政策成功 (policy success) 是指：如果它達成支持

者計畫的目標及未吸引任何重要的批評與/或支持力量幾乎是普遍的。 

 Dunleavy (1995) 定義政策災難 (policy disasters) 為政府重大的與實質的疏

失或犯罪，然而他也承認找到適當定義的實際困難性。 

Gray (1998) 的研究更進一步定義政策災難(未定義失靈)為：政策在幾乎每

一個評估標準來看都算失敗，而造成可預見、可避免以及引發無法預期的複雜

結果的崩解。 

Wallis ( 2011) 假設政策失靈是指政策通常無法達到有效的結果。 

King and Crewe (2013: 4) 定義政策大錯 (policy blunder) 為：政府為了達成

一個或多個目標採取的明確行動，但結果大部分或整個政策因為自己錯誤導致

完全無法達成目標，或以一個完全不成比例的成本達成部分或全部目標，或以

未計畫及不想要結果的形式同時造成重大的間接損害來達成部分或全部目標。

然而使用這個政策失靈定義的困難度在於它主要歸咎失敗原因是政府，而不是

其他可能的原因。一個政策可能由於不可預見的情況導致失敗，例如，因為全

球財務危機導致取消公共基礎計畫。 

Bovens and ‘t Hart (2016) 研究政策慘敗 (policy fiasco)，他們焦點放在由不

同行為者解釋和建構的失靈。認為失靈不是政策事件本身固有的，而是對事件

的判斷：評估要看由誰來判斷、使用的標準、資訊基礎與時間。 

                                                      
2 (吳定，2003:67) 認為政策失靈的可能原因有：1.有源自政策問題特性及政策本身者。2.有源

自政策運作過程參與者之因素者。3.有源自各種環境因素者。4.政策規劃過程及內容不當。 

5.目標與目的界定不明。6.執行能力不足。7.政策環境發生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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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對政策失靈的定義則更為清晰。例如，與傳統方式相比，政策失

靈以較實質的方式定義：強調客觀及較主觀互證政策結果的判斷標準

(McConnell, 2010b)。這些標準包括是否原始目標已經達成？是否政策對標的團

體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是否問題各個面向已經得到解決 (請參見表 2-1 )。 

 

表 2-1：政策成功與失靈的標準 

主張的基礎 成功的主張 失靈的主張 

原始目標 達成 未達成 

標的團體的影響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結果 問題改善 問題惡化 

重要性 有效的行動 無法行動 

支持/反對的來源 主要團體支持 主要團體反對 

管轄權比較 最佳實務或優異表現 有人在其他地方做的更好 

資產負債表 高效益 高成本 

創新層級 新改變 舊反應 

規範的立場 做正確的事 做錯誤的事 

資料來源：McConnell (2010b) 

 

 從以上不同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對政策失靈定義的名稱與內容皆有著

極大的差異。而 McConnell (2010b)的概念化雖然有助於了解政策成功或失靈認

定的強度，但這卻不能清楚辨認政策失靈的原因也不能定義政策失靈的內容，

而只能作為宣稱政策結果本質的基礎。總之，過去政策失靈研究的文獻相對薄

弱也通常缺乏明顯概念化的過程。 

 

叁、現存文獻對政策失靈的研究 

令人驚訝的是，學術界對政策失靈的研究相對有限。或許其中一個主因是

深入分析需要直接面對前述難以解決的方法論上問題。即使如此，還是有一些

研究從不同角度碰觸到政策失靈的議題。 

一、單一個案 

政策失靈研究其中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進行單一個案的研究。例如卡翠娜風

災、反洗錢政策、對抗毒品戰爭、澳洲的難民庇護政策、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蘇格蘭的住房改革、日本核能管制、英國冷戰後的國安政策及台灣高雄氣爆 

(Buchanan, 2010; Dyson, 2006; Kearns and Lawson, 2009; Kettl, 2004; Kingston, 

2011; Lewis, 2012; Sharman, 2011; Walsh, 2006；Bali and Ramesh, 2015；王文

誠，2016；葉嘉楠、簡高立，2018 )。單一個案的研究通常有一個政策已經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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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驗假設，而且一般沒有提供一個定義。即使是比較性的研究，也是傾向認

定政策失靈是顯而易見而不需定義的，例如 Grossman (2013) 的經濟政策災

難。其他人提供特別的定義，例如成本超過效益 (Sharman, 2011) 與未達到決

策者偏好的政治及政策目標 (Walsh, 2006)。 

二、政策評估及建構主義的觀點 

公共政策的文獻關心政策結果。政策評估聚焦在評估政策是否為有效的方

法、工具與技術上。對理性主義者而言，政策結果可以透過各種科學技術來評

估是否達成原始目標：例如成本效益分析、多屬性目標分析以及各種統計技術

(Agryrous, 2009；Gupta, 2001)。然而對後實證主義的多元論者而言，則強調做

為一個政治行為，透過見解/看法來建構政策失靈。因此，政策失靈隱含是清晰

表達一個主導失靈故事的社會力量建構 (Taylor and Balloach, 2005)。Bovens and 

‘t Hart (1996) 認為政策失靈從定義上來說不是一件中立的嘗試，因為政策失敗

不是一件中立的事件。更者，政策失靈經常是隱含的，但有時是明顯的充滿著

控訴的故事、責難的遊戲以及尋找罪魁禍首。政策的成功或失靈不是政策固有

的特徵，而是被利害關係人及觀察者所貼上的標籤。政策失靈或成功不會正好

「發生」，他們是被建構、宣稱及爭辯的結果。明顯的，這些標籤化的過程不必

然是以證據為基礎的。正式評估或標竿管理不見得會採用，而即使採用其結果

也不見得會被公布周知或接受。特別是在複雜及互相爭奪的方案中，利害關係

人的觀點可能早被形塑。更者，有利的證據會被相反的證據所抵銷。換句話

說，對一個公共政策、方案或計畫的裁決是在他的支持者/塑造者與批評者/受

害者之間的一種持續的陷害競賽。 

三、政策執行 

政策失靈也來自於政策執行或其他政策設計及傳遞的技術性原因 (Kerr, 

1976; Wolman, 1981)。Pressman 及 Wildavsky (1973) 破天荒的政策執行研究說

明了政策不會自動的轉換成可運作的行動，執行必須面對的無數多機關與層級

的否決點 (veto points)。之後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及整合兩者的執行模型主要解

釋了執行缺口，但並未關注政策失靈本身的定義。執行觀點來探討政策失靈是

由 Hogwood 及 Gunn (1984) 所提出：他們認為政策失靈可能因為方案無法依照

設計來執行(政策/執行失敗)，或者方案依照設計執行卻無法產生想要的結果(理

論失敗)。 

四、治理機制與社會互動 

由於整體治理機制以及政治制度與利害關係人互動可能造成無法對失靈做

適當分析 (Wilkinson, 2011; Little, 2012) 因而造成政策失靈；也因為治理能力問

題可能限制了政府處理失靈的根本原因 (Borras, 2011; Wellstead et al., 201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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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學習可能在實務上更難完成。不正確的汲取教訓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可

能加重了用現在方案解決未來問題的不確定性 (Walker and Marchau, 2004)。 

五、直接對政策失靈下定義 

除了上述研究，也有許多研究明顯的放在政策失靈。這些研究讓定義及區

隔政策失靈更清晰。在 1980 到 1990 年代出現一些名詞企圖更清楚的界定政策

失靈這個依變數，例如：政策慘敗 (policy fiascos) (Bovens and ‘t Hart, 1996) ；

治理失靈 (governance failures) (Vining and Weimer, 1990; Wolf, 1979, 1987); 政策

意外 (policy accidents) (Cobb and Primo, 2003; Kingdon, 1984); 政策災難 (policy 

disasters) (Dunleavy, 1995); 政策大災難 (policy catastrophes) (Moran, 2001)；政

策大錯 (policy blunders)；政策異例 (policy anomalies) (Hall, 1993)等。以上名詞

有不同焦點，一般來說是涵蓋政策失靈的原因而不是失靈本質的定義。有些研

究對何謂政策失靈極度的模糊，假設政策依通常無法達到有效的結果 (Wallis, 

2011)。Ingram and Mann’s (1980) 研究 1970 年代政治與經濟壓力的環境並未定

義政策失靈，反而指出許多測量失靈的困難：包括不同的見解、不切實際的目

標及與其他相關政策區隔的困難。Dunleavy (1995) 定義政策災難為政府重大的

與實質的疏失或犯罪，然而他也承認找到適當定義的實際困難性。Gray(1998)在

他的批評中增加了一些標準，例如廣泛的民意、對社會及政治過程造成廣泛的

崩解，但同樣未對災難作定義以及明顯的政策災難比失靈還要嚴重。Gray 

(1998) 的另一研究更進一步定義政策災難(未定義失靈)為：政策在幾乎每一個

評估標準來看都算失敗，而造成可預見、可避免以及引發無法預期的複雜結果

的崩解。 

六、政策失靈的分類 

 Bovens and ‘t Hart (1996) 的論點是失靈不是政策事件本身固有的，而是對

事件的判斷：評估要看由誰來判斷、使用的標準、資訊基礎與時間。他們的貢

獻在於將政策失靈分為四個主要的架構：嚴重性、原因、動機與責難。第一個

原因(嚴重性)對了解失靈的本質特別重要，但他們認為失靈不能被單一固定的測

量所決定。如同 Brandstrom and Kuipers (2003) 的研究所說，政策失靈可以被分

為地方性的、邊緣的、甚至常規的、或深深根植於社會的核心文化價值。根據

這種論點，區別失靈的規模需要強烈的主觀判斷。 

有些評估文獻則在方法論上做了更細微的區別。Vedung (2013) 區別六種政

策評估模式，評估政策的目標、目標加上副作用、顧客需求、多元利害關係人

觀點及獨立同儕評估者的判斷。然而如此多元的模式似乎更混淆了瞭解政策失

靈的本質。 

一個最近的研究領域強調在政策成功 (Marsh and McConnell, 2009; 

McConnell, 2010a, 2010b, 2012)。他們檢視政策失靈如同成功的鏡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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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nnell 提出一個政策失靈是指一個政策如果沒有達成支持者計畫的目標，

以及反對政策的力量很大或/及支持政策的幾乎不存在。這些研究面對許多方法

論的困難來抓住議題：像是不同的見解、多重的標竿以及對誰失敗的問題。而

這些研究也將政策失靈分類為過程、方案與政治，反映出政策結果的複雜性及

政策可能成功或失敗在某種類型而不是另一種。然而，在這些研究中，政策失

靈是當成了解政策成功的副產品。更者，McConnell 將政策結果視為一個光譜

(共有五種類別)缺乏模型的精簡，只能視為政策失靈研究的雛形。之後的模型，

McConnell (2015) 則提出更簡化的版本(後續說明)。 

總之，過去政策失靈研究的文獻相對薄弱也通常缺乏明顯概念化的過程。

即使許多研究焦點放在政策失靈，也是將失靈當成不證自明的或是掙扎如何提

供有用的定義。最早政策失靈的文獻不是集中較容易解決的技術問題上，就是

放在難以改變的複雜政治行政問題上，或是採取建構主義觀點：認為不同人觀

點不一或各自解讀政策結果。技術途徑減少了處理失靈的困難性；而政治行政

途徑包含太多變數而造成高度系絡的及獨特的失靈觀點；建構主義者觀點無法

客觀的概念化政策失靈。基於以上的限制，學者在 1980-1990 年代開始企圖以

系統化的方式分析政策失靈。雖然上述三種途徑還是有人使用，但大部分已經

開始結合三種途徑進行分析。而研究也開始超越獨特的概念化及尋求政策失靈

來源及驅力的共同性 (McConnell, 2010b)。以下探討界定界定政策失靈在方法

論上遭遇的困難。 

肆、界定政策失靈在方法論上的困難 

一、 不同的見解 

基本上，一個人視為「失敗」的事情可能被另一人視為「不算失敗」或甚

至「成功」。這樣的形容正好觸及了政治學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多元觀 

(Marsh and Stoker, 2010)。同樣的，在評估文獻中，也呈現出這樣不同的觀點。

首先，理性科學的觀點，將政策失靈視為是一客觀的事實 (Davidson, 2005 and 

Gupta, 2001)。其次，也有詮釋主義者、建構主義者及論述的傳統，其認為對世

界的觀察需視人的察覺而定，不同人通常會有不同的察覺與見解 (Edelamn, 

1988; Fisher, 2003; Stone, 2012)。因此，要了解政策失靈，需調和兩種競爭卻又

似乎有理的觀點。我們很難去爭論政府執行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秀的政策失

靈(例如恐怖分子送到國外去拷問算是失靈由於其違反政府原始意圖，但同樣的

結果因為杜絕了違反人權的疑慮也可算是成功)。 

二、不同的標竿   

失靈具有負面的含意，因此導致相關議題的關注，例如，對甚麼失敗？一

旦我們打開這個議題，企圖直接或間接描述政策失靈時，就會面對許多不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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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互斥的可能性。這些包括對於下列目標的失靈： 

1. 符合原始目標，例如：降低酒駕肇事率 10%。 

2. 執行預期的方向，例如：建立新機關處理兩岸關係。 

3. 對預期的標的團體有益，例如：婦女超過 55 歲。 

4. 提供的效益超過成本，例如：持續的和平對上軍事介入後的生命損失。 

5. 滿足政策部門高度重視的標準，例如：情報部門的國家安全。 

6. 符合法律、道德及倫理的標準，例如：保護人權。 

7. 得到該部門主要利害關係人的支持，例如：農人、小企業。 

8. 改善之前的狀態，例如：成立反貪機構之後減少貪污比例。 

9. 跟類似機關比較後顯示出的改善，例如：一地方政府跟鄰近政府比較後顯

示出教育績效的改善。 

如果有一個大家普遍同意的標準 X，了解政策失靈就會變得簡單。但是在

多重且衝突的評估標準下，這是不可能的：支持者強調那些已達成的目標，而

反對者則強調那些未達成的目標 (Vedung, 2013)。 

三、灰色地帶 

除了不同見解之外，政策失靈很少是全有或全無。一般來說會有灰色地

帶，對於缺口、缺乏證據及衝突的詮釋及重要性而言，判斷是需要的。模稜兩

可不是政策形成過程中的惟一部份 (Zahariadis，2003)。Stone(2012)曾說：模稜

兩可與感覺良好的語言對建立聯盟來說是必要的，但這也是在政策執行以及如

何評估複雜政策結果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一個基本的觀點是：我們應該確認政

策目標與目的，然後測量是否達成。但如果標的不斷改變(例如加拿大的森林政

策)，那我們可能看到原始目標已經達成，但同時新增加的目標卻又失敗的情形

(Rayner, 2012)。或者如果目標只有部分達成呢？例如，政府的取締酒駕政策是

減少 50%的酒駕，但實際只減少了 40%，我們可以說政策失敗了嗎？這個不足

的 10%是否抵銷了成功？這個議題變成我們要把成功的界限畫在哪裡？沒有科

學的公式可以做如此的決定。 

我們也可能沒有足夠證據來判斷政策失靈。適當的資訊可能不可得(例如病

人照顧或兒童虐待)，或為了達成一個隱藏的目標甚至資訊被隱藏(因為政策失

靈)，但因為政策目標已被隱藏，所以我們永遠不知道是否達成。一個隱藏的政

策目標，在某種程度來說，是將困難的議題脫離政策議程的作法。從議程管理

的角度來說，透過安撫的政策可能更成功。因為複雜與棘手的問題一旦提出，

政府能做的其實很少 (Gustafsson, 1983; McConnell, 2010a)。許多社會議題像貧

窮、藥物濫用、無家可歸屬於棘手問題，但即使像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設立都被

認為是提出一個單一途徑來處理公共及政治恐怖威脅的恐懼問題，而不是對實

際威脅做出符合比例的反應。如此的辯論可能會持續，但相關的要點是：政策

可能在某方面失敗但在某潛在的政治目標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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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者，政策可能有多重目標，所以更困難的是我們如何在不同目標間權衡

輕重。如此的灰色地帶讓我們很難說政策是否失敗。 

四、對誰來說算失敗 

公共政策常會設定標的團體，而決策者則希望標的團體的行為能受到政策

的改變。有時政策是設計用來限制標的團體的權利或提供特定利益給某些團

體。所以，「對誰來說算失敗」增加了判斷政策失靈的複雜性。一個無法鼓勵家

長提供健康午餐給學齡兒童的政策對家中無就學兒童的家庭來說沒有影響。事

實上，一個政策無法提供利益給某一團體可能對另一團體來說算成功。一個地

方政府在某社區旁蓋垃圾掩埋場失敗，對承包商來說也算失敗；但對當地居民

來說，卻算是成功的阻擋了這個鄰避計畫。如果一個政策對某些團體來說算失

敗，但卻對另一團體算成功，那麼我們就很難評估這個複雜的結果及區分到底

哪個更為重要(McConnell, 2015)。 

五、不同時間點認定的差異 

除了上述問題，更困難的是政策評估可能發生在政策循環過程中的任一

點，導致潛在的不同結果。例如，在決策階段評估認為失靈與執行階段評估認

為失靈不同。此外，在短期失靈的政策可能在長期來說是成功的。一個經常引

用規劃災難的例子是澳洲雪梨歌劇院，當時超過十年才完工且預算超支 14 次，

但完工之後就成為世界著名地標與觀光勝地 (Hall, 1982)。即使政策失靈也可能

開啟未來改革的政策窗口。英國發生在 1989 和 1993 年高度爭議的人頭稅，為

改革的財產稅創造了條件，解決了許多地方稅制抗拒超過百年以上的問題。評

估一個時期的失敗與成功似乎是難以處理的議題，使得我們更遠離了政策失靈

是無法在某特定時間下達成清晰目標的定義。 

 

伍、失靈的原因(政策失靈的分析層次)：微觀、中層、宏觀 

分析層次是指分析者探索失靈的過程與結果。此處關心的是對誰失靈以及

在甚麼政治場域失靈。我們可從微觀、中層、與宏觀加以檢視，這裡所指的失

靈可能是驅力(自變數)也可能是改變的結果(依變數)。然而實際上，現存研究大

多是將政策失靈當成依變數而非自變數。 

   微觀層次的焦點放在個人對政策失靈的影響。研究者基於行為科學、社會心

理學來解釋人類認知造成的政策失靈：例如，過分仰賴歷史類比作為證據

(Khong, 1992)、個人特質 (Brummer, 2016)、錯誤的風險計算 (Owen, 2012)、及

糟糕的領導 (Bovens and ‘t Hart, 1996)。 

  中層研究關心決策過程中的團體互動如何影響政策失靈(失靈作為依變數，將

失靈作為自變數的研究較少)。例如，Janis (1972) 著名的團體盲思(group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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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認為秘密的小圈圈決策菁英毀了外交政策。在政治經濟方面，資源豐

富團體的不對稱權力是造成政策(經濟)失敗的主因 (Rodrik, 2014)。此外，也有

許多文獻談到執行階段的失靈：由於不同團體的見解不一造成執行中彼此摩

擦、競爭及不希望出現的結果 (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73; Howlett et al., 

2009; Schuck, 2014; May, 2015)。最後，官僚研究也指出組織資源的競爭及管轄

權的爭奪也會造成政策失靈 (Gabriel, 1986; Vaughan, 1996; Peters, 2015)。 

   宏觀層次的失靈進入制度分析的世界進而探索政策歷史、文化認同及社會記

憶的動態。同樣的，我們對於政策失靈對社會造成甚麼影響所知甚少。此處關

心的焦點放在社會如何調節與管理失靈。許多研究關心國家腐敗以及文化價值

及歷史經驗對政策失靈的影響。例如，Rothberg (2003) 的研究探索新獨立國家

的內在不穩定及虛弱經濟結構與社會衝突對政策結果的影響。Bali and Ramesh 

(2015) 研究印度健保體系的失靈可以追溯到歷史上私部門根深蒂固主導健保的

因素。 

陸、政策失靈的不同方式分類 

一、依據政策規劃與執行有效與否分類 

早期研究依照政策規畫與執行的問題分類，Howlett, Ramesh, and Wu (2015) 

將政策失靈分為四類，包括計畫良善但未適當的執行、執行良好但方案規畫不

佳、計劃與執行皆不佳、以及因為現存政策典範的限制，計劃與執行皆良好但

卻仍未達成目標。 

 

表 6-1：早期政策失靈指定名稱 

 政策規劃使用的理論及

證據 

 

 嚴謹的/普遍接受的 不足信的/爭議的 

政策執行   

有效的執行/最佳實務 

 

政策異例 

(policy anomalies) 

政策錯誤 

(policy mistakes) 

無效的執行 政策意外 

(policy accidents) 

政策慘敗 

(policy fiascos) 

資料來源：Howlett, Ramesh, and Wu (2015) 

二、依據政治評估(聲譽)及方案評估(績效)分類 

Bovens and ‘t Hart (2016) 將政策評估區分為方案與政治兩個面向，呈現出

四種理想型。兩種是對稱的結果(成功與失敗)，兩種呈現不一致、不對稱的結

果。其中一格是悲劇，呈現出政策成功但未獲大眾或政治上的肯定。Wilda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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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提及健康政策的政治矛盾 - 「做的好，感覺差」屬於此類。情報與反恐

政策，由於經常不能公開，可能無法得到民眾與政治的支持，尤其是敵人及威

脅不是那麼明顯時。另外，也有政治鬧劇：雖然政策失敗卻無損其政治聲譽。

例如，在 1970-80 年代，美國政府對瀕臨倒閉的造船業、汽車業及鋼鐵業紓

困，策略上來說是花了大錢卻徒勞無功。但在短期來說，這些政策拯救了一些

工作機會並延後了痛苦；而長期來講，這些政策也享受到不同政治光譜的穩定

支持。這是典型的投資太多以致無法停止，進而伴隨著認知失調的減少。同樣

的，外交政策常使用的嚇阻或經濟制裁，雖然他們成敗參半的表現紀錄及複雜

條件下的運作限制，但仍然十分受到歡迎。 

 

表 6-2：兩個邏輯的評估 

     聲譽：政治評估 

 

績效：方案評估 

++ -- 

++ 成功(Success) 悲劇(Tragedy) 

-- 鬧劇(Farce) 失敗(Fiasco) 

資料來源：Bovens & ‘t Hart (2016) 

 

三、依據政策失靈的範圍與顯著性分類 

Howlett (2012) 企圖釐清政策失靈的政治面向。他主張，第一，我們應該

區隔政策失靈是否來自敵意及惡意，例如分析國家犯罪的研究與那些非故意的

失靈 (De Haven-Smith, 2006)。Howlett 認為：許多當代的研究經常不清楚及不

正確的將不同面向與型態的政策失靈說明與並列，而這概念上的混淆已經影響

了政策成功與失靈理論建立的累積。為了修正這點，他提出一個類型使用兩個

面向：「高度公開與廣泛同意的」對「較模糊及模稜兩可的」失靈；以及「系統

層次及持續的」對「有限範圍及短暫的」失靈。 

 

表 6-3：Howlett 的政策失靈分類 

  範圍(程度與持續時間)  

  高 低 

顯著性(強度與可

見性) 

高 第一型：主要的失靈 

例如：氣候變遷/國際條

約的政策失靈 

第二型：聚焦的失靈 

例如：運動賽事人潮控制

(暴動) 的政策失靈 

 低 第三型：擴散的失靈 

例如：對抗貧窮的政策

失靈 

第四型：輕微的失靈 

例如：政策服務競標的政

策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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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owlett (2012) 

 

Howlett 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必要性。如果我們分析的目的是要系統性

地確認並解釋政策失靈，把系統性及持久的失靈(例如：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

政府監管的長期失靈)跟地方性、一次性的事件(例如：足球賽事的群眾暴動)混

在一起分析，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個案選擇策略。瞄準一個宏觀理論企圖將所有

形式的政策失靈包含在內是無益的。發展出幾個中型理論涵蓋某些類型的政策

失靈，Howlett 的做法似乎是可行的。 

四、依據政策過程階段的失靈分類 

另外也有研究檢視所有政策過程階段的失靈 (Howlett et al., 2009)。失靈可

能發生在議程設定階段：一個好大喜功的政府同意建立負擔過重或無法達成的

政策議程；可能出現在決策階段：政府無法適當的預期其政策行動的後果或其

政策或行政體系容易遭受災難及崩解；也可能出現在評估階段：政府及決策者

無法有效的評估政策過程與結果以及無法從過去自身或其他政府經驗汲取教訓

(見下表)。 

 

 表 6-4：政策成功與有關政策失靈的階段 

議程設定 好大喜功的政府同意設立負擔過重或無法達成的政策議程。 

政策規劃 企圖處理棘手問題卻沒有適當的調查或研究問題原因或可能

政策選項的效果。 

決策 無法期待相反或其他政策結果或系統失靈的風險。 

政策執行 無法處理執行問題包括缺少資金、合法性問題、委託人-代理

人問題、監督失敗及其他問題。 

政策評估 因為無效或不適當的政策監督和/或缺乏回饋過程及結構而缺

少學習。 

資料來源：Howlett (2009) 

 

五、六面向的政策失靈 

近來，又有研究企圖改良二面向的模型而將政策失靈擴充為六面向 

Howlett (2012)。這些面向包括，一、程度：雖然通常是某個特殊方案或政策某

個方面被認為是成功或失靈，但有時整個政策體系可能失靈；二、持續時間：

有些失靈是長時間或持續的而有些則是短期或瞬間發生，例如足球賽事暴動或

煙火爆炸；三、公開性或能見度：比起能見度高的，方案或事件較少為眾人所

知比較不會得到大眾認同。四、可避免性：失靈的責難越大，它越可以規避。

對決策者而言，特別是跟那些容易預測及規避的風險相比來說，無法預測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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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事件越能得到同情因而較不會被認為是失靈；五、強度：一個社群對

失靈評估認同的強度。這假設失靈的評估不必然是全體一致同意以及不同行為

者認同失靈的程度可能不同；六、意圖：任何政府行動失敗可能來自於官員及

決策者瀆職、詐欺、犯罪、意識形態、陰謀及其他種類的自我欺瞞行為。許多

這類的行為可以被稱為意圖失靈 (intentional failure) — 例如，國會反對黨提出

一個認為會失敗的法案企圖使政府難堪 — 而非意外的法案，例如反對黨提出

立意良好的法案但因為某種因素而失敗。 

 這個六面向的分類強調政治變數對政策失靈的重要性。亦即，政策結果擁

有政治影響力：其可以影響政黨能力及個人能否得到/維持政府職位。而政策成

功或失靈的認定則是在公眾辯論及政策過程中語意的或論證的工具，其目的是

為了尋求政治、政黨及選舉的利益。政策失靈很容易造成某些人選舉上得到支

持及合法性的衰落，因而導致反對黨與競爭者的成功與成長 (Hood, 2010; 

Howlett, 2014a)。 

 

 表 6-5：六面向的政策失靈 

屬性 範圍 

程度(大小) 從大(政權)到小(事件) 

可避免性 從低到高 

能見度 從低到高 

意圖性 從低到高 

持續時間 從長到短 

強度 從低到高 

資料來源：Howlett (2012) 

六、依據過程、方案及政治三面向失靈分類 

McConnell (2010, 2015) 則從三個面向來界定政策失靈：過程、方案及政治

失靈。 

(一)、過程失靈 

決策過程中，政府可能無法得到立法機關授權而通過其想要的政策法案。

決策過程失靈包含不同程度的失敗：決策者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政策形式、決

策過程被認為是非法的、無法建立永續的聯盟支持其政策以及決策過程得到廣

泛的批評。 

(二)、方案失靈 

方案失靈包含不同的程度：無法依照計畫執行、無法達成想要的結果、無

法對標的團體產生效益、無法達成在政策領域中有高度價值的標準、吸引反對

者以及政策目標與達成方式沒有得到支持。 

(三)、政治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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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無法達到想要的政治結果，其影響包括：聲譽受損、不受控制的

議程、損害核心治理價值及任何微小的政治利益受到反對。 

雖然過程、方案及政治面向的政策失靈無法分離，但在分析上的獨立可以

幫助我們了解政策失靈的內在張力及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成功與失敗。 

  更進一步的探討，我們可以從成功與失靈關係來看。 

(四)、失靈的程度 

失靈不是全有或全無。失靈可能發生在過程、方案及政治面向其中之一、

有著不同程度以及參雜著成功。在政策分析的判斷與詮釋之下，我們無法用科

學公式捕捉到這複雜交織的現象 (Wildavsky, 1987)。表 5-6 提出標準幫助我們

思考失靈的程度及他們與成功的關係。表 5-6 可以協助我們抓住失靈的現實政

治，有些政策失靈是可以存活的但有些不行，失靈在某些面向(過程、方案及政

治)可能成功在另一面向。 

1. 可接受的失靈 (Tolerable Failure) 

失靈是可以接受的，當它基本上沒有影響到支持者想要達成的目標，以及

反對力量是小的，和/或批評是幾乎不存在的。本質上，可接受的失靈是邊緣的

性質：一個政治現實上次佳的-主要的及適應力強的成功結果。 

2. 分岐的失靈 (Conflicted Failure) 

達成目標與沒有達成目標是平均分配的，強烈的批評與強烈的辯護大致相

當。本質上，分岐的失靈是被週期性的爭論追隨但不足以對政策造成致命的一

擊，也不足以對辯護者造成嚴重的損害。 

3. 完全失靈 (Outright Failure) 

一個政策失靈，即使在某些最小的方面成功，如果這個政策基本上沒有達

成支持者計畫的目標，以及反對的力量很大或/及支持的力量幾乎不存在。本質

上，失敗超過成功以及這個政策是一個政治負債。 

基於政策是一個藝術與技藝的論點，將失靈的層面放在這些類別應該是對

政策失靈的形式、強度及互相關聯性的一個判斷。很少政策會落在一個類別，

但判斷哪一個因素重不重要則是藝術與技藝分析的部分了。 

 

表 6-6：橫跨過程、方案、及政治的政策失靈程度 

標準 可接受的失靈 分岐的失靈 完全失靈 

過程面向    

1. 維持目標及政

策工具 

政策目標及工具

可以維持，雖然

達成目標有微小

失敗。 

偏好的政策目標

及工具證明有爭

議及難以維持。

需要一些修正。 

政府無法產生想

要的政策目標及

工具。 

2. 確保合法性 對合法性有一些

很小或非持續重

困難及質疑性的

議題圍繞著合法

政策過程不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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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挑戰。 性，長期來說有

一些潛在可能使

政策衰敗。 

3. 建立永續的聯

盟 

聯盟完整，雖然

有一些分歧徵

兆。 

聯盟完整，雖然

有強烈分歧徵兆

及潛在可能分

裂。 

無法建立永續的

聯盟。 

4. 吸引對政策過

程的支持 

支持政策過程的

超過反對的。 

支持與反對政策

過程的勢均力

敵。 

反對政策過程是

普遍的及/或支持

的幾乎不存在。 

資料來源：(McConnell, 2015) 

  

表 6-6：橫跨過程、方案、及政治的政策失靈程度(續) 

標準 可接受的失靈 分岐的失靈 完全失靈 

方案面向    

5. 執行符合目標 廣泛的達成目

標，雖然有微小

失靈及偏移。 

混合的結果，有

些成功但伴隨著

非預期及爭議的

失敗。 

雖然有微小的達

成目標，但方案

受到不斷失敗困

擾，證明高度爭

議及難以辯護。 

6. 達成想要的結

果 

結果廣泛的達

成，雖然有小缺

點。 

有些成功，但一

些想要的結果被

不想要的結果抵

銷，產生實質爭

議。 

有些小成果達

成，但被高度爭

議及注目的失敗

結果所淹沒。 

7. 對標的團體產

生效益 

一些缺點及可能

的異例，但標的

團體受益。 

部分效益實現，

但因實質失敗並

非廣泛或深入標

的團體。 

標的團體微小的

受益被傷害所抵

銷。同時產生高

度關注的不公平

及痛苦的故事。 

8. 滿足政策領域

高度重視的價

值標準 

不是想要的結

果，但雖有缺

點，但足夠強烈

可主張達成標

準。 

部分達成目標，

但伴隨著可能高

度關注的失敗案

例。 

一些微小的成

功，但遭受不想

要的媒體折磨。 

9. 吸引對方案的

支持 

反對方案目標、

價值及達成方式

反對方案目標、

價值及達成方式

反對方案目標、

價值及達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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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想像中大，但

輕易被支持量超

越。 

的力量與支持的

相同。 

的力量超過支持

的力量。 

資料來源：(McConnell, 2015) 

 

表 6-6：橫跨過程、方案、及政治的政策失靈程度(續) 

標準 可接受的失靈 分岐的失靈 完全失靈 

政治面向    

10. 提昇選舉前景

/聲譽 

對選舉前景及聲

譽提昇有利，雖

然有微小挫敗。 

政策得到強烈支

持與反對，對選

舉前景及聲譽影

響相當。 

雖有微小效益，

政策證明是全面

的選舉及聲譽的

負債。 

11. 減輕治理問題 雖然在議程管理

有些問題，但治

理能力未受影

響。 

政策證明是有爭

議的，及比預期

花太多政治時間

及資源來辯護。 

清楚顯示議程及

政府要來壓制一

個政治上困難的

議題。 

12. 促進政府想要

的方向 

政府大方向未受

阻擋但需要一些

微調。 

政府方向與目標

一致，但清楚顯

示政策已經重新

思考，特別在幕

後。 

政府方向遭受到

妥協的危險中。 

13. 對政府提供政

治效益 

提供政府政治效

益的反對力量比

預期大，但被支

持的力量超過。 

提供政府政治效

益的反對力量與

支持的一樣大。 

提供政府政治效

益的反對力量超

過支持的力量。 

資料來源：(McConnell, 2015) 

 

(五)、失靈之間的張力 

有三種主要的政策失靈間的張力。這些都牽涉決策者在不同類型失靈間的取

捨(未來、現在、回顧)，以及準備接受其中一種形式的風險(可能性)來追求另一

種形式的成功。 

1. 過程成功對方案/政治失敗 

政府政策在決策過程中得到立法機關的授權同意，但在做這件事的的同時

(例如為了通過法案以致忽略諮詢潛在的執行問題、操弄資訊以利獲得政策合法

化)可能造成風險以致方案在執行過程中失敗及導致無法管理的政治後座力。和

平協議就是一個例子，其只有 50%的機率存活超過五年以上。因為有助於妥協

的情況(缺乏細節、模稜兩可、模糊的渴望)是執行的夢靨；以及一旦當他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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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或軍事上容易受到傷害，可能讓各方產生很大的空間退出協議。 

2. 政治成功對方案失敗 

這就是俗話說的「好的政治，壞的政策」。例如，政府為了貫徹其治理理念

啟動一項安撫的政策，展現政府欲處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但因個人、制度

及社會因素的複雜性及難度以致無法達成目標。Sharman (2011) 在反洗錢政策

的研究中主張，反洗錢政策在全世界擴散如此之快，不是因為它解決了罪犯濫

用金融體系的問題，而是開發中國家必須在國際捐贈者(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

金會)面前展現出現代與進步的面貌。 

3. 方案成功對政治失敗 

政府成功的執行了一項不受歡迎的方案，但卻導致政治上的失敗。希臘、

西班牙及愛爾蘭財政撙節的手段就是典型的例子。有效率的執行卻導致損害政

府主要政治成功的願望，例如名譽的保護、政策議程的控制及治理理念的促

進。 

 McConnell (2015) 的三分類架構告訴我們政策成功是有限制性及稀少的，

如同上述所提必須滿足過程、方案與政治三個面向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政策

失靈卻很容易，它只要在三個面向其中之一出現即可。這個架構藉由引領我們

認知不同的政策失靈來協助我們處理混亂、模糊及決策的現實政治 (Howlett et 

al., 2015)。 

此外，Howlett (2012) 則根據 McConnell 的三分類，增加了可能的解決機

制。 

 

表 6-7：政策失靈及可避免的機制 

失靈場域 失靈形式 來源 影響 可避免機制/解

決方式的例子 

方案 技術、效率及

效能相關 

 

 

無法符合政策

目標及手段 

造成原可避免

的失靈 

較多的資料/研

究/資訊及知

識。關於最佳

方案實務的較

佳理論與經驗

汲取 

過程 議程設定、政

策規劃、決

策、執行及評

估失靈 

 

誇大不實或負

擔過多的政府

議程、不良的

政策規劃、失

敗的決策、資

源不足的執

行、非系統性

政策無法完成

政策循環 

高層次的政策

諮詢能力(例

如：較好的訓

練)及較佳的過

程管理與制度

設計及過程的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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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 

政治 行政、立法、

政黨及選舉失

靈 

對政府能力及

領導能力反感

的判斷 

選舉失敗、非

合法化及治理

或統治失靈 

在所有政策過

程階段有較佳

的政治及行政

建議的整合(例

如：透過使用

政治顧問) 

資料來源：Howlett (2012) 

 

Howlett 認為：至少在理論上，每一個主要失靈的形式都是可以透過政策學

習，來改善在政治、過程及政策行為的知識與結果，以及從三種面向加以考慮

以後來提升辨認及執行最佳實務。許多先前研究並未區分不同形式的政策失靈

以及在何種條件下產生失靈，因此也無法設計如何避免某種形式的失靈。從這

裡的討論可以知道，許多研究焦點都放在方案失靈及提出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且

並未適切的注意到同樣重要的過程及政治失靈，因此也不可能從中學習到甚

麼。 

 

柒、政策失靈研究在台灣可能的應用 

 本研究從上述的不同分類方式，選擇部分分類架構，嘗試將國內一些政策

失靈案例加以應用與說明如下： 

一、Howlett, Ramesh, and Wu (2015)的政策失靈分類 

 Howlett, Ramesh, and Wu (2015)將政策失靈依照理論成功與否及執行成功與

否分為四類。在政策異例(policy anomalies)部分，理論與執行皆成功，但因其他

因素而導致政策失靈。例如，在 2002 年環保署署長郝龍斌曾推動分階段限用塑

膠袋及免洗餐具，並禁用厚度低於 0.06 公釐的塑膠袋。但到了 2006 年，塑膠袋

增厚之後，重複使用率並未跟著提高，導致塑膠用量不減反增。環保署官員承

認，限塑剛推行時，由於強力稽查，業者擔心被罰款，大多能配合；但後來宣

導、稽查漸減，業者違法情形日益嚴重，環保署自行認無力繼續執行，因此採

放寬政策，取消對有店面餐飲業購物用塑膠袋限制(吳欣紜等，2018)。限用塑膠

袋政策雖然在理論及執行上都沒有太大問題，但還是不敵民眾長久以來使用習

慣難以短時間更改的問題。 

在政策錯誤(policy mistakes)面，台北市長柯文哲在 2015 年曾推出行動派出

所，試辦三個多月，五輛行動派出所僅受理二十三件民眾報案，反而問路、代

叫計程車近一千八百件，遠遠不符預期目標，遭議員怒批淪為「旅客服務中

心」，完全失去就近接受民眾報案的原意。由於效果不彰，台北市警局決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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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停辦，更名「機動派出所」，並移由保安大隊執行勤務(林金聖、潘姵

如，2015)。 行動派出所並未根據嚴謹的理論，推出之前已遭警方及多數民代

反對，雖然執行上沒有問題，但還是快速收攤。 

在政策意外(policy accidents)方面，在國外行之有年的多位數郵遞區號，郵

政總局也在民國１９８５年將三位數郵遞區號改編為五位數，以便可以利用機

器分類到投遞段，這樣就能發揮郵件自動處理系統的功用，節省二次分類之人

力和時間。然而，由於民眾反映五位數郵遞區號數字過多，不容易記憶，而且

當用到直式信封時，必須轉動信封為橫向才能書寫郵遞區號，這些因素都使得

郵遞區號的書寫率不高。所以於１９９１年郵政總局在考慮到民眾便利性與郵

局作業負擔之下，將五位數郵遞區號改為 3+2 制郵遞區號，前三碼為行政區編

號，後兩碼的投遞段編號改為大宗收件戶專用的「投遞專用號碼」，並恢復書寫

欄在信封之右上方及左下方，來提高民眾書寫的意願。五位數郵遞區號與限用

塑膠袋不同之處在於：五位數郵遞區號因為沒有罰則，自始民眾配合度就不

高，不像限用塑膠袋政策在有罰則的情形下，有效執行了一段時期。 

在政策慘敗(policy fiascos)方面，台北市大巨蛋案廣為人知，柯文哲市長一

上任即宣布為弊案，原預計於 2015 年底就能完工啟用，但是遭台北市政府勒令

全面停工，後經法院裁定可以就與公安攸關之相關工程進行局部復工，對此柯

市府宣稱遠雄扭曲法院命令並提出抗告，之後後經法院駁回。目前完工日期仍

然未定。此案不論在理論上沒有依據，在執行上也無能力處理，反成為柯市長

尾大不掉的政治負債。 

 

表 7-1：Howlett et al. (2015)的政策失靈分類 

 政策規劃使用的理論及

證據(理論成功與否) 

 

 嚴謹的/普遍接受的 不足信的/爭議的 

政 策 執 行 ( 執 行 成 功 與

否) 

  

有效的執行/最佳實務 

 

政策異例 

(policy anomalies) 

2002 年限用塑膠袋政策 

政策錯誤 

(policy mistakes) 

行動派出所 

無效的執行 政策意外 

(policy accidents) 

5 位數郵遞區號 

政策慘敗 

(policy fiascos) 

台北市大巨蛋案 

資料來源：Howlett et al. (2015) 

 

二、Bovens & ‘t Hart (2016)兩個邏輯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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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vens & ‘t Hart (2016)兩個邏輯的評估依據政治聲譽及績效評估的好壞分

為四類。在政策成功方面，像 2017 的台北世大運及 2018 的屏東燈會，不論在

政治聲望及績效結果都得到大眾的肯定。而在悲劇方面， 2018 年 3 月，政府無

視民間團體提出的種種疑慮而打算重啟深澳電廠，強行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而面對社會排山倒海的批評，更用「一流燃煤電廠」、「乾淨的煤」來說服

大眾買單。2018 年 10 月，在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不間斷的呼籲和反對及選舉考

量下，行政院長賴清德正式宣布「停止興建深澳電廠」，將以觀塘第三接受站取

而代之(綠色和平網站，2018)。深澳電廠停建是一正確決定，但卻影響政府聲

譽，給民眾為了選舉，政策反覆的疑慮。類似的像是重啟核二，也是政策反

覆，影響民眾對政府信任的決策。 

 在鬧劇方面，高雄氣爆事故是 2014 年 7 月 31 日 23 時 55 分以後至 8 月 1 日

凌晨間，發生在高雄市前鎮區與苓雅區的多起石化氣爆炸事件。造成 32 人死

亡、321 人受傷及多條重要道路嚴重損壞。如此重大災難並未減損陳菊市長的

威信，反而在年底的選舉，陳菊以九十九萬三千多票與得票率六十八％連任，

大勝楊秋興。根據王文誠(2016)的研究，認為陳菊的大勝的原因在於運用尺度移

轉、尺度跳躍、及再尺度化等「尺度政治」策略動員的災難政治，將責任轉移

給中央長期「重(工業)南輕（工業）北」的不均地理發展結構，成功地築起防

火牆，避免掉政治責難，進而在政治地位上「鞏固現況」。 

 在政策失敗方面，慶富獵雷艦弊案被質疑資本額只有五億元的慶富造船公

司，竟然打敗具有實際造艦經驗的國營台灣造船公司，取得總金額三百五十億

的軍方標案，負責建造六艘獵雷艦，而慶富公司只有建造遊艇和漁船的經驗，

評選過程疑雲重重。其次，慶富沒有足夠的資金，竟然以軍火得標廠商名義向

銀行團貸款巨額資金，銀行團竟然同意貸款，但慶富又沒有全部用在造艦上，

結果總共損失 131 億元（陳民峰，２０１８）。獵雷艦弊案不但在政治上讓政府

名譽受損，更影響了第一艘國艦國造的目標，可謂得不償失。 

 

表７-2：Bovens & ‘t Hart (2016)兩個邏輯的評估 

     聲譽：政治評估 

 

績效：方案評估 

++ -- 

++ 成功(Success) 

2017 台北世大運、2018 屏

東燈會 

悲劇(Tragedy) 

深澳電廠停建 

-- 鬧劇(Farce) 

2014 高雄氣爆 

失敗(Fiasco) 

慶富獵雷艦弊案 

 

三、Howlett（２０１２）的政策失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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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lett 的政策失靈模式依據政策失靈影響範圍與顯著性的高低分為四種類

型。首先，第一型：主要的失靈是影響範圍大與顯著性高，一例一休可為代

表。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三讀通過，不分製造業和服

務業，勞工 7 天內至少必須排定一天的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出勤，則須再

多發一天薪水的加班費，這被簡稱為「一例一休」。此法造成企業人事成本提

高，部分企業不願於休息日加發加班費以致假日商家關門，同時勞工也無法拿

到加班費，以致造成企業勞工均有怨言，而對消費者來說則是物價上漲及生活

便利受到影響。2018 年 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基法一例一休修正案，放寬

部分規定。 

 第二型：聚焦的失靈是影響範圍低但顯著性高，815 全臺大停電可為代

表。815 全臺大停電是指 2017 年 8 月 15 日 16 時 51 分起在臺灣各地發生的大規

模無預警停電事件，肇因於臺灣中油對台電大潭發電廠的天然氣供應管線意外

停止運作，導致大潭發電廠 6 部機組全部跳停，進而造成全臺電力備轉容量不

足，供電系統避免全面崩潰啟動保護措施而分區停電，最終於同日 23 時始恢復

正常供電。 

 第三型：擴散的失靈是影響範圍高但顯著性低，例如台灣濟貧政策的失

靈。根據全球財富與所得資料庫（World Wealth & Income Database，簡稱 WID）

的資料，台灣前 10%富人掌握全台 36.4%的收入，跟歐洲相近，表現不差。但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前 10%富人收入集中的情況，雖較不嚴重。但跟 1980 年

比，這個比例增加了 13 個百分點。而同期間，歐洲只增加 4 個百分點，這點表

示在這期間台灣的稅賦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有更大方向的偏離，值得省思(李

商，2018)。 

 第四型：輕微的失靈是影響範圍及顯著性皆低，例如近來農委會將黃國昌

臉書列為假新聞。在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有媒體報導，基層領犬員投訴人員

編制不足外，甚至要幫忙掃犬舍，黃國昌對此在今年 1 月在審總預算時，已針

對此事公開要求農委會改善，農委會並未解決此領犬員的困境，還有官員耍官

威要領犬員錄音自白，再度接獲領犬員投訴。黃國昌在臉書關心此事件，但被

農委會列為假新聞。後來農委會主會陳吉仲發現錯誤後公開向黃國昌道歉。 

 

表７-3：Howlett 的政策失靈分類 

  範圍(程度與持續時間)  

  高 低 

顯著性(強度與可

見性) 

高 第一型：主要的失靈 

一例一休 

第二型：聚焦的失靈 

815 全臺大停電 

 低 第三型：擴散的失靈 

台灣濟貧政策失靈 

第四型：輕微的失靈 

黃國昌臉書被列假新聞 

資料來源：Howlet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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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cConnell (2015)的政策失靈三分類 

 McConnell (2015)將政策失靈分為過程失靈、方案失靈及政治失靈三類。以

下列出十項政策失靈的案例加以分類。從下表可知，大部分政策都有某種程度

或部分的失靈，但其樣態不一。在深澳電廠停建方面，其決策過程就遭受嚴重

挑戰，屬於分岐的失靈，以致該方案胎死腹中，而政治上也面臨政府決策反覆

的質疑。在外交斷交潮方面，兩岸及外交為總統職權，但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已經有 5 國斷交，顯示其兩岸政策的決策影響我邦交國，因此在決策過程上未

受挑戰，但在方案及政治上都是屬於失靈。在台北市大巨蛋案來說，從一開始

認定為弊案到勒令停工都受到各政黨及民眾質疑，在決策過程上屬於分岐的失

靈，但目前出現的僵局也顯示在方案及政治上屬於失靈。在一例一休方面，修

法因為執政黨過半，沒有遭受障礙，但在方案成效及政治聲譽上，都受到各方

嚴重批評與不滿。在２０１８大選綁公投上，選委會在投票時程安排上的決定

沒有受到阻礙，但投票當日排隊甚久及出現一面開票一面投票的亂象，則受到

各政黨及民眾的強烈不滿。 

     

表７－４：McConnell (2015)的政策失靈分類 

    政策 

類型 

深澳電廠

停建 

外交斷交

潮 

台北市大

巨蛋案 

一例一休 ２０１８大

選綁公投 

過程失靈 △ ○ △ ○ ○ 

方案失靈 ╳ ╳ ╳ ╳ ╳ 

政治失靈 ╳ ╳ ╳ ╳ ╳ 

○：可接受的失靈 △：分岐的失靈 ╳：完全失靈 

 

在慶富獵雷艦弊案方面，在採購過程中就出現極大爭議，而結果則是成為

弊案，國艦國造不成而且還造成執政黨聲譽受損。在年金改革方面，規劃階段

就受到軍公教強烈反彈，執政黨挾立院多數強渡關山，雖然改革成功，但造成

社會分裂，最終在２０１８大選慘敗。在高雄氣爆方面，民進黨在高雄執政多

年，地下管線的管理為其權責，但出現如此重大災難後，陳菊市長爾後居然能

高票當選連任，可謂成功轉移災難問題給中央。在重啟核二電廠方面，執政黨

主張「2025 非核家園」卻在２０１８年２月重啟核二電廠，以致在政府誠信方

面遭受質疑。屏東燈會（２０１９台灣燈會）的舉辦決策過程順利，而在成果

上與政治聲譽上也都得到民眾及外界高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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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McConnell (2015)的政策失靈分類（續） 

    政策 

類型 

慶富獵雷艦

弊案 

年金改革 高雄氣爆 重啟核二 屏東燈會 

過程 △ △ ○ ○ ○ 

方案 ╳ ○ ╳ ○ ○ 

政治 ╳ ╳ ○ ╳ ○ 

○：可接受的失靈 △：分岐的失靈 ╳：完全失靈 

 

以上分類架構應用的問題在於，一個政策失靈的案例不會只能放進其中一

個格子。對不同的人來說，認定為哪一種類型的政策失靈要看由誰來判斷、使

用的標準、資訊基礎與評估時機。如同 Stone(2002)在其政策弔詭一書中評論

Wilson 政治競爭模型(依據成本與利益的集中與分散)所言，”政治議題未決定出

哪一種政治競爭，反而是政治已事先形塑人們對問題及政策議題的認知(轉引自

朱道凱譯，2007: 296)。” 而這也反映出 Bovens and ‘t Hart (2016)的主張：政策

失靈是由不同行為者解釋和建構的事實。因此，即使在學術的討論，要克服不

同見解這一件事，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列出認定標

準，透過辯論與討論，以便提供給學界檢驗。 

捌、未來研究之建議 

政策失靈的研究在國內來說是仍有極大開發的潛力。因此有關政策失靈各

種方向的研究仍有待學界努力。本文認為政策失靈在未來可能有以下方向：首

先，利用政策失靈分類架構進行個案與比較研究，並分析討不同類型失靈的原

因。其次，未來可以探討政策成功、政策失靈及政策學習三方關係的研究。第

三，利用政策失靈的概念與分類，進行建構中型理論的研究。最後，可將政策

失靈作為自變數，探討其對微觀(個人)、中層(團體)及宏觀(社會國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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